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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生物炭对草原矿区重构土苜蓿生长状况的影响

黄雨晗１，曹银贵１， ２，∗，周　 伟１， ２，况欣宇１，王　 凡１，白中科１， ２

１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２ 自然资源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摘要：表土稀缺和土壤贫瘠是制约草原矿区生态修复的重要因素，生物炭作为提高土壤质量、促进作物生长的有效手段已被广

泛证实，但对于重构土植被生长状况影响的研究较少。 以内蒙古草原矿区表土（Ｔ）、煤矸石（Ｃ）、岩土剥离物（Ｗ）及粉煤灰（Ｆ）
等材料重构的五种表层土壤为研究对象，材料配比分别为 Ｔ＝ １（Ｄ１）、Ｔ ∶Ｃ ∶Ｗ ∶Ｆ＝ ２∶１∶６∶１（Ｈ３）、Ｔ ∶Ｃ ∶Ｗ＝ ２∶２∶１（Ｈ１０）、Ｔ ∶Ｃ ∶Ｗ＝

３∶３∶４（Ｈ１１）、Ｔ ∶Ｆ＝ ２∶３（Ｈ１５），分析了不同热解温度（３００℃、４００℃和 ５００℃）、不同施用量（０、６、１２ 和 ２４ ｇ ／盆，即 ０、７．５、１５ 和 ３０
ｔ ／ ｈｍ２）的秸秆生物炭对重构土苜蓿生长状况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秸秆生物炭对原表土和重构土壤的苜蓿出苗均存在不同程

度的抑制作用，而对于苜蓿株高、叶面积及地上生物量基本呈现正激发效应。 ２）促进几类重构土苜蓿生长的生物炭最佳处理

方式分别为 Ｄ１ ＼Ｈ３ ＼Ｈ１０⁃５００⁃２４（３０ ｔ ／ ｈｍ２）、Ｈ１１⁃４００⁃６（７．５ ｔ ／ ｈｍ２）、Ｈ１５⁃５００⁃１２（１５ ｔ ／ ｈｍ２），并非生物炭热解温度和施用量越高

对苜蓿改良的效果越好。 ３）在相同生物炭处理下，因重构表层土壤理化性质的异质性，秸秆生物炭对苜蓿苗期生长的影响程

度不同，重构土苜蓿出苗率和地上生物量均难以超越原表土水平，而苜蓿株高和叶面积可达到原表土水平。
关键词：盆栽试验；土壤重构；土壤改良；热解温度；施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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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是植物或废弃的原料通过热裂解而产生的固体材料［１］，可以单独或者作为添加剂使用，能够改良

土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或避免特定的环境污染，以及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效手段（国际生物炭协会

（ＩＢＩ），２０１３） ［１⁃５］。 从南美亚马逊流域印第安人的黑土壤（Ｔｅｒｒａ Ｐｒｅｔａ）到中国最肥沃的东北黑土地，无一不是

地表植被剥落、腐蚀、积累形成厚厚的腐殖质所演化而来的，其中来源于生物质“黑炭”的有机碳含量高达

３５％［６⁃７］。 在全球性资源日益匮乏，环境污染问题愈发突出的背景下，生物炭因具备丰富的孔隙结构、巨大的

比表面积、大量的植物营养元素、较高的化学稳定性和较强的阳离子交换能力［８⁃９］，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环
境及能源等领域［２，１０］。

在近二十年的科学研究中，长期的田间试验为国内外学者准确评价生物炭农用价值提供了重要且可靠的

数据［１］。 众多研究表明生物炭作为土壤改良剂，可以改善土壤肥力［１１⁃１２］、促进种子萌发和提高作物产

量［１３⁃１６］。 近年来关于生物炭对植被生长状况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例如国外学者 Ｄａｎｓｏ 等［１７］ 研究发现稻草

生物炭能够提高退化土壤上玉米的干物质总产量、光合有效辐射和辐射利用效率；Ｊａｉｎ 等［１８］ 研究表明在高酸

性矿山废料中添加生物炭，可以提高植物修复效率，减轻植物的非生物氧化胁迫；Ｒａｓｈｔｉ 等［１９］ 研究证实通过

生物炭进行的根际管理和淋溶可改善新鲜铝土矿渣中的植物性能。 国内学者刘慧敏等［２０］研究表明生物炭可

以改善谷子幼苗地下根系和地上茎叶形态，提高叶片光合作用和根系对水分和矿质元素的吸收能力，从而促

进谷子生物量的积累。 且有研究发现适量的生物炭可以改善植被混凝土的特性，提高植被株高、根长及发芽

率［２１］；随着生物炭添加量的增加，如小麦与黄花的根长和茎长［２２］及高粱幼苗［２３］ 等植被生长特征均呈现出低

添加量促进、高添加量抑制的趋势。 但另有研究表明生物炭在制备过程中，因不完全燃烧和热解所产生的多

种多环芳烃化合物［２４］，会随生物炭施用量的增加而升高，从而对作物早期生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２５⁃２６］。 可

见，生物炭对植被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性质与功能上，其制备过程与施用方式对植被生长状况的影响更为显

著［１０，１３，２７⁃２８］。 总的来说，国内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生物炭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上，关于生物炭对重构土复垦

植被生长状况影响的研究较国外而言少之甚少。
现阶段，针对露天矿区损毁土地的复垦与生态修复工作迫在眉睫，土壤重构是其核心，植被重建是其关

键［２９⁃３０］，而中国内蒙古草原矿区地处生态脆弱区，表土稀缺、气候干旱、土壤贫瘠、植被稀疏等均是阻碍该区

生态修复进程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利用矿区固体废弃物重构土壤，生物炭改良土壤，以盆栽试验的方式开

展秸秆生物炭对草原矿区重构土苜蓿生长状况影响的基础研究，筛选出最佳的生物炭施用方式，为草原矿区

土壤重构与植被重建提供新思路，对于推进区域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进程及实现秸秆资源化具有重要意义。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供试土壤

盆栽试验所采用的重构土壤原材料来源于内蒙古胜利矿区（１１５°３０′—１１６°２６′ Ｅ，４３°５７′—４４°１４′ Ｎ），包
含表土、煤矸石、岩土剥离物（母质与生土混合物）及粉煤灰（表 １）。 ２０１８ 年，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内花

房（１１６°２１′０９．０″ Ｅ， ３９°５９′３４．４″ Ｎ）开展了第一期盆栽试验［３１］，将以上材料按不同比例重构表层土壤，具体方

案如图 １ 所示。 依据第一期盆栽试验草木樨地上生物量数据，筛选出植被生长状况最佳方案（Ｈ１１）、中等方

９８５　 ２ 期 　 　 　 黄雨晗　 等：秸秆生物炭对草原矿区重构土苜蓿生长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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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Ｈ３）及最差方案（Ｈ１０ 和 Ｈ１５）为本试验的重构组，并设置表土对照组（Ｄ１）。 所选方案中重构土壤的理化

性质见表 ２，其中重构土壤 ｐＨ 值采用电位法测定；有机质含量采用电砂浴加热重铬酸钾（Ｋ２Ｃｒ２Ｏ７）容量法测

定；全氮含量采用自动定氮仪法测定；有效磷含量采用碳酸氢钠 Ｏｌｓｅｎ（连续流动分析仪）法测定；速效钾含量

以中性乙酸铵（ＣＨ３ＣＯＯＮＨ４）溶液浸提、火焰光度计法测定；参照 ＬＹ ／ Ｔ１２２５—１９９９《森林土壤颗粒组成（机械

组成）的测定》，采用吸管法测定重构土壤颗粒机械组成，土壤质地分级按美国分类标准进行；此外，重构表层

土壤中的砾石含量为每 ｋｇ 土壤样本中粒径＞２ ｍｍ 的土壤颗粒质量含量，用重量百分数加以表示。

表 １　 重构材料背景值［３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材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ｇ ／ ｋｇ）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
（ｍｇ ／ ｋｇ）

质地 ／ 粒径
Ｔｅｘｔｕｒｅ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表土 Ｔｏｐｓｏｉｌ ３．５４ ０．２０ ５．３０ １３３．００ 砂质壤土

煤矸石 Ｃｏａｌ ｒｅｆｕｓｅ ４．３９ ０．０７ ２．６３ １４５．８３ ２—５ｃｍ

岩土剥离物 Ｗａｓｔｅ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０．３６ ０．０２ ２．９０ ３５．００ 砂质粘壤土

粉煤灰 Ｆｌｙ ａｓｈ — — — — 砂粒

图 １　 盆栽试验备选方案

Ｆｉｇ．１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中生物量均值为 ３ 次重复试验所得结果

２．２　 生物炭制备

盆栽试验采用的生物炭原材料为废弃的玉米秸秆，制炭前将玉米秸秆风干，切成 １０ ｃｍ 左右，放入炭化炉

（专利批准号 ２００９２０２３２１９１．９）。 采用“程序升温控制”技术控制生物炭的热解温度，即每 ｍｉｎ 升温 ８．５℃，达
到最高目标温度后，维持此温度直至出气口无气体溢出，关闭加热程序，整个炭化过程大约 １０ ｈ。 按上述制炭

方法分别制备 ３００℃、４００℃和 ５００℃的玉米秸秆生物炭（表 ３），高温热解结束后，冷却至室温，打开炭化炉，取
出生物炭，待盆栽试验施用。
２．３　 试验设计

试验设置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内花房，花盆高 １１ ｃｍ，直径 １０ｃｍ，表面积约为 ８０ ｃｍ２，重构表层土壤

厚度为 １０ ｃｍ。 根据每 ｈｍ２土地生物炭施用量 ０、７．５、１５ 和 ３０ ｔ，对应设定盆栽试验生物炭施用量为 ０、６、１２ 和

０９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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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ｇ。 将原始方案的供试土壤和不同热解温度的生物炭分别置于已铺设的试验帆布上，采用 ＣＰ１１４ 电子天平

称取所需生物炭，将土壤与生物炭按比例充分混合后置于花盆中，新处理方案以“原始方案⁃生物炭热解温度⁃
施用量”为原则命名（表 ４）。

表 ２　 盆栽试验所选方案土壤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原始方案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ｐＨ

有机质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
（ｇ ／ ｋｇ）

全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ｇ ／ ｋｇ）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ｍｇ ／ ｋｇ）

速效钾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
（ｍｇ ／ ｋｇ）

质地
Ｔｅｘｔｕｒｅ

砾石含量
Ｇｒａｖｅ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 ％

Ｄ１ ７．３７ ３２．８５ ２．０３ ５１．７９ ７４０．０５ 砂质壤土 １７．０８

Ｈ３ ６．８８ １０７．３２ １．５４ ２３．８３ ４６４．８０ 砂质壤土 ２２．３９

Ｈ１０ ４．０８ １７９．１８ ３．２０ １１３．９１ ９００．９６ 砂质壤土 ２７．６２

Ｈ１１ ６．９１ ７１．５２ ２．１０ ９１．７１ １１３９．８９ 砂质粘壤土 ３６．４６

Ｈ１５ ７．５９ ３２．８５ １．５４ ２９．０６ ５３１．０５ 砂质壤土 ９．１５

　 　 表中数据均为 ３ 次重复试验所得结果

表 ３　 不同热解温度下生物炭的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热解温度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 ℃ ｐＨ Ｃ ／

（ｇ ／ ｋｇ）
Ｎ ／

（ｇ ／ ｋｇ）
Ｐ ／

（ｍｇ ／ ｋｇ）
Ｋ ／

（ｍｇ ／ ｋｇ） Ｃ ／ Ｎ

３００ ７．１８ ４３０ １８．６ １５４ １９．４ ２３．１２

４００ ９．３９ ４２６ ２１．３ １６６ ２９．２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３ ４１２ ２０．７ ３０７ ３４．７ １９．９０

表 ４　 盆栽试验处理方案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原始方案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ｓ

生物炭施用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 （ｇ ／ 盆）

生物炭热解温度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 ℃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

Ｄ１ ６ Ｄ１⁃３００⁃６ Ｄ１⁃４００⁃６ Ｄ１⁃５００⁃６ —

１２ Ｄ１⁃３００⁃１２ Ｄ１⁃４００⁃１２ Ｄ１⁃５００⁃１２ —

２４ Ｄ１⁃３００⁃２４ Ｄ１⁃４００⁃２４ Ｄ１⁃５００⁃２４ —

— 　 — 　 — 　 — Ｄ１

　 　 以 Ｄ１ 为例，其余方案同上，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

选取草原矿区复垦地先锋植被草木樨、紫花苜蓿及黄花苜蓿开展种子发芽试验，其发芽率分别为

３３．３３％、６４．６７％、７５．６７％，最终选择黄花苜蓿为播种对象，每个花盆播种 ２５ 粒种子。 试验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开始，以 ７ｄ 为一周期，记录其株数、株高、叶片长度及叶片宽度等生长状况指标，苜蓿计划生长周期为 ３０ ｄ，
选取 ４ 月 ２８ 日所监测的各项指标作为分析数据，以 Ｄ１ 和 Ｄ１⁃ ５００⁃ ２４ 为例，日常生长状况如图 ２ 所示。 待后

期的苜蓿抗旱试验结束后，于 ５ 月 ２５ 日收割盆栽内苜蓿地上部分，采用实验室烘箱将其烘至恒重，温度设定

为 ６５℃，以获取苜蓿生物量数据。
２．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和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３２］，Ｐ＜０．０５。 其中利用株数求取苜蓿出苗

率，利用叶片长度和宽度求取叶面积，采用校正系数法［３３］，ｋ 值为 ０．７１，计算公式为：Ａ＝ＫＬＷ（Ａ：叶面积；Ｋ：校
正系数；Ｌ：叶长；Ｗ：叶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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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盆栽试验苜蓿生长状况

Ｆｉｇ．２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ｉｎ ｐｏ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物炭对苜蓿出苗率的影响

３．１．１　 生物炭对苜蓿出苗率的影响

　 　 秸秆生物炭对重构土苜蓿出苗率影响的结果如图 ３ 所示：在表土对照组 Ｄ１ 中，Ｄ１ 与 Ｄ１⁃ ５００⁃ ２４ 处理方

案的苜蓿出苗率最高，均为 ６６．６７％，二者与 Ｄ１⁃ ３００⁃ ６ ／ １２、Ｄ１⁃ ４００⁃ ６ ／ ２４、Ｄ１⁃ ５００⁃ ６ 等处理方案存在显著性差

异（Ｐ＜０．０５，下同），高出比例分别为 ３１．５９％、５６．２６％、３５．１４％、３５．１４％、４２．８６％，可见，生物炭的添加对于 Ｄ１
方案的苜蓿出苗产生抑制作用。 在重构组 Ｈ３ 中，Ｈ３⁃ ５００⁃ ２４ 处理方案的苜蓿出苗率最高，为 ４６．６７％，Ｈ３⁃
５００⁃６ ／ １２ 次之，为 ４５． ３３％，其与 Ｈ３⁃ ３００ ／ ４００⁃ ２４ 处理方案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８４． ２２％、
１０５．９０％；在重构组 Ｈ１０ 中，Ｈ１０⁃ ５００⁃ １２ ／ ２４ 处理方案的苜蓿出苗率最高，均为 ５２．００％，二者与 Ｈ１０⁃ ３００⁃ １２ ／
２４、Ｈ１０⁃４００⁃２４ 等处理方案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１０５．２６％、１０５．２６％、１１６．６７％；在重构组 Ｈ１１ 中，
各处理方案之间苜蓿出苗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其中 Ｈ１１⁃ ４００⁃ １２ 处理方案的苜蓿出苗率最高，为
４２．６７％；在重构组 Ｈ１５ 中，Ｈ１５⁃５００⁃１２ 处理方案的苜蓿出苗率最高，为 ６９．３３％，Ｈ１５⁃５００⁃２４ 次之，为 ６２．６７％，
其与 Ｈ１５⁃ ３００ ／ ４００⁃ ２４ 处理方案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５７．５７％、５２．９３％。 可见，仅热解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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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的秸秆生物炭促进了重构土（除 Ｈ１１）苜蓿的出苗，３００℃和 ４００℃的生物炭抑制了苜蓿的出苗。

图 ３　 生物炭对苜蓿出苗率影响的差异性

Ｆｉｇ．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３．１．２　 重构土壤间苜蓿出苗率的差异

重构土壤间苜蓿出苗率的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图 ４）：在未添加生物炭的盆栽中，Ｄ１ 苜蓿出苗率最高，
为 ６６．６７％，与 Ｈ３、Ｈ１１ 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高出比例分别为 １１７．４０％、９２．３２％，可见，重构组的苜

蓿出苗率均低于表土对照组 Ｄ１，且 Ｈ１５＞Ｈ１０＞Ｈ１１＞Ｈ３。 在热解温度为 ３００℃的生物炭处理下，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各方案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其中 Ｄ１ 苜蓿出苗率最高，为 ５０．６７％；当施用量为 １２ｇ 时，Ｈ１５ 苜蓿

出苗率最高，为 ６２．６７％，与 Ｈ３、Ｈ１０、Ｈ１１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１０４．３６％、１４７．３８％、２１３．３５％；
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Ｄ１ 苜蓿出苗率最高，为 ５３．３３％，与 Ｈ３、Ｈ１０、Ｈ１１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１１０．５１％、１１０．５１％、１２２．２１％。 在热解温度为 ４００℃的生物炭处理下，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Ｈ１５ 苜蓿出苗率最高，
为 ６２．６７％，与 Ｈ３、Ｈ１０、Ｈ１１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８８．０１％、４２．４３％、８０．７８％；当施用量为 １２ｇ
时，Ｄ１ 苜蓿出苗率最高，为 ５４．６７％，Ｈ１５ 次之，为 ５３．３３％，二者与 Ｈ１０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８６．３８％、８１．８２％；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Ｄ１ 苜蓿出苗率最高，为 ４９．３３％，与 Ｈ３、Ｈ１０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

例分别为 １１７．６３％、１０５．５４％。 在热解温度为 ５００℃的生物炭处理下，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Ｈ１５ 苜蓿出苗率最高，
为 ５８．６７％，与 Ｈ１０、Ｈ１１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５７．１５％、８３．３４％；当施用量为 １２ｇ 时，Ｈ１５ 苜蓿

出苗率最高，为 ６９．３３％，与 Ｈ３、Ｈ１１ 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 ５２．９３％、１２６．０８％；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Ｄ１
苜蓿出苗率最高，为 ６６．６７％，Ｈ１５ 次之，为 ６２．６７％，二者与 Ｈ１１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１３８．１１％、
１２３．８２％。 可见，在相同生物炭处理下，重构组（除 Ｈ１５）苜蓿出苗率均低于对照组。
３．２　 生物炭对苜蓿株高的影响

３．２．１　 生物炭对苜蓿株高的影响

株高是植物形态学调查工作中最基本的指标之一，其定义为从植株基部至主茎顶部即主茎生长点之间的

距离。 盆栽试验结果显示（图 ５）：在表土对照组 Ｄ１ 中，Ｄ１⁃３００⁃２４ 处理方案的苜蓿植株最高，为 ６．１７ ｃｍ，Ｄ１⁃
４００ ／ ５００⁃２４ 处理方案次之，分别为 ６．０１ｃｍ、６．１６ ｃｍ，且 Ｄ１⁃ ３００⁃ ２４ 与 Ｄ１⁃ ３００ ／ ４００⁃ １２ 等处理方案存在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下同），高出比例分别为 ２５．３５％、３０．６６％，可见，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不同热解温度的生物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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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重构表层土壤间苜蓿出苗率的差异性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ｏｐｓｏｉｌ

Ｄ１ 方案苜蓿株高均可产生促进作用。 在重构组 Ｈ３ 中，Ｈ３⁃ ５００⁃ ２４ 处理方案的苜蓿植株最高，为 ７．８３ ｃｍ，与
Ｈ３、Ｈ３⁃３００⁃２４ 等处理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５３．５３％、８１．６２％；在重构组 Ｈ１０ 中，Ｈ１０⁃５００⁃１２ 处理

方案的苜蓿植株最高，为 ７．６１ ｃｍ，与 Ｈ１０、Ｈ１０⁃ ３００⁃ １２ ／ ２４ 等处理方案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５８．５４％、４７．９３％、１４９．０５％；在重构组 Ｈ１１ 中，Ｈ１１⁃４００⁃ ６ 处理方案的苜蓿植株最高，为 ８．００ ｃｍ，与 Ｈ１１⁃ ３００⁃
２４、Ｈ１１⁃５００⁃２４ 等处理方案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６３．６４％、５３．１９％；在重构组 Ｈ１５ 中，Ｈ１５⁃５００⁃１２
处理方案的苜蓿植株最高，为 ７．６１ ｃｍ，Ｈ１５⁃５００⁃６ 处理次之，为 ７．２８ｃｍ，二者与其他处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其中 Ｈ１５⁃ ５００⁃ １２ 处理高出其他处理（除 Ｈ１５⁃ ５００⁃ ６）的比例分别为 ５９． ２８％、３２． ９９％、５５． ６６％、４７． ２９％、
５２．２０％、４１．２２％、４５．７２％、１８．０９％。 可见，重构组中除 Ｈ１１ 外，热解温度为 ５００℃的生物炭对苜蓿株高均能起

到促进作用，Ｈ３、Ｈ１０ 和 Ｈ１５ 方案的生物炭最佳施用量分别为 ２４ｇ、１２ｇ、１２ｇ，但对于 Ｈ１１ 而言，当生物炭的热

解温度相同时，其施用量越高对苜蓿株高的改良效果越差，达到 ２４ｇ 时会产生抑制作用，其中 Ｈ１１⁃４００⁃６ 处理

方案改良效果最佳。
３．２．２　 重构土壤间苜蓿株高的差异

在相同生物炭处理的条件下，重构表层土壤间苜蓿株高的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图 ６）：在未添加生物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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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生物炭对苜蓿株高影响的差异性

Ｆｉｇ．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的盆栽中，Ｈ１１ 苜蓿植株最高，为 ６．１１ ｃｍ，与 Ｈ１０、Ｈ１５ 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高出比例分别为

２７．２９％、２７．８８％。 在热解温度为 ３００℃的生物炭处理下，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Ｈ１１ 苜蓿植株最高，为 ７．５６ ｃｍ，与
其他方案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３５．５４％、３２．１２％、３３．４１％、３２．１２％；当施用量为 １２ｇ 或 ２４ｇ 时，
各方案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 在热解温度为 ４００℃的生物炭处理下，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Ｈ１１ 苜蓿植

株最高，为 ８．００ ｃｍ，与 Ｄ１、Ｈ３、Ｈ１５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４４．８７％、２６．７６％、６０．００％；当施用量

为 １２ｇ 时，Ｈ１１ 苜蓿植株最高，为 ７．６１ ｃｍ，与其他方案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６１．１５％、３３．２５％、
１７．０８％、４１．２２％；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各方案无显著性差异。 在添加 ５００℃的生物炭盆栽中，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Ｈ１１ 苜蓿植株最高，为 ７．７８ ｃｍ，与 Ｄ１、Ｈ３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４９．９４％、３６．２３％；当施用量

为 １２ｇ 时，Ｈ１０ 与 Ｈ１５ 苜蓿植株最高，为 ７．６１ ｃｍ，与 Ｄ１ 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为 ４４．８０％；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Ｈ３ 苜蓿植株最高，为 ７．８３ ｃｍ，与 Ｈ１１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为 ４９．９４％。 可见，重构组（除 Ｈ１５⁃
３００⁃１２）施用 ６ｇ 或 １２ｇ 的生物炭，其苜蓿株高基本超过对照组，但施用 ２４ｇ ３００℃的生物炭时，其苜蓿株高均

低于对照组，当生物炭热解温度为 ４００℃或 ５００℃时，Ｈ３ 和 Ｈ１０ 苜蓿株高超过表土。
３．３　 生物炭对苜蓿叶面积的影响

３．３．１　 生物炭对苜蓿叶面积的影响

秸秆生物炭对苜蓿叶面积影响的结果如图 ７ 所示：在表土对照组 Ｄ１ 中，Ｄ１⁃５００⁃２４ 处理方案的苜蓿叶面

积最大，为 ７２．１８ ｍｍ２，与其他处理方案（除 Ｄ１⁃４００⁃１２）均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高出比例分别为

１１８．５４％、７３．０７％、１０４．０８％、４５．６９％、４５．３９％、６１．１８％、３２．４７％、５３．１７％，可见，生物炭对 Ｄ１ 方案的苜蓿叶面积

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在重构组 Ｈ３ 中，Ｈ３⁃４００⁃６ 处理方案的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８４．６７ ｍｍ２，与 Ｈ３⁃ ３００ ／ ４００⁃
２４ 等处理方案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６１．５６％、５７．６８％；在重构组 Ｈ１０ 中，Ｈ１０⁃ ５００⁃ ２４ 处理方案的

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７３．７６ ｍｍ２，与 Ｈ１０⁃３００⁃６ ／ １２ ／ ２４ 等处理方案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７４．００％、
４６．９３％、２１５．１６％；在重构组 Ｈ１１ 中，Ｈ１１⁃５００⁃６ 处理方案的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８８．９９ ｍｍ２，与其他处理方案

（除 Ｈ１１⁃４００⁃６ ／ １２）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６８．５３％、３１．８３％、３２．６６％、１２９．５９％、３６．４０％、３６．５７％、
５９．０３％；在重构组 Ｈ１５ 中，Ｈ１５⁃５００⁃１２ 处理方案的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９１．５９ ｍｍ２，Ｈ１５⁃ ５００⁃ ６ 处理次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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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重构表层土壤间苜蓿株高的差异性

Ｆｉｇ．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ｏｐｓｏｉｌ

８５．５２ ｍｍ２，二者与其他处理方案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 Ｈ１５⁃ ５００⁃ １２ 处理高出其他处理（除 Ｈ１５⁃ ５００⁃ ６）的
比例分别为 １６３．８６％、７４．８５％、７４．４１％、５４．１２％、８５．７６％、６７．８６％、１０２．９７％、３８．２７％。 可见，生物炭对重构组

Ｈ３ 和 Ｈ１０ 方案的苜蓿叶面积改良效果不显著，对于 Ｈ１１ 和 Ｈ１５ 方案产生明显促进作用，其中对于 Ｈ１１ 方

案，当生物炭热解温度相同时，施用量越低，促进作用越显著，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热解温度越高，促进作用越显

著，而对于 Ｈ１５ 方案，Ｈ１５⁃５００⁃１２ 处理方案改良效果较好，Ｈ１５⁃５００⁃６ 次之。
３．３．２　 重构土壤间苜蓿叶面积的差异

在相同生物炭处理的条件下，重构表层土壤间苜蓿叶面积的差异性结果如图 ８ 所示：在未添加生物炭的

盆栽中，Ｈ３ 苜蓿面积最大，为 ６５． ５６ ｍｍ２，与 Ｄ１、Ｈ１５ 存在显著性差异（Ｐ＜ ０． ０５，下同），高出比例分别为

９８．０５％、８８．８７％。 在热解温度为 ３００℃的生物炭处理下，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Ｈ１１ 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６７．５０
ｍｍ２，与 Ｄ１、Ｈ１０、Ｈ１５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６１．８５％、５９．２４、２８．８６％；当施用量为 １２ｇ 时，Ｈ１１ 苜

蓿叶面积最大，为 ６７．０８ ｍｍ２，与 Ｄ１、Ｈ１０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８９．６６％、３３．６３％；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各方案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 在热解温度为 ４００℃的生物炭处理下，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Ｈ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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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生物炭对苜蓿叶面积影响的差异性

Ｆｉｇ．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８５．３３ ｍｍ２，Ｈ３ 次之，为 ８４．６７ ｍｍ２，二者与 Ｄ１、Ｈ１０、Ｈ１５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

别为 ７１．８７％、４９．８８％、７３．０６％；当施用量为 １２ｇ 时，Ｈ１１ 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８１．６０ ｍｍ２，与其他方案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３５．３３％、３２．４４％、３７．６１％、４９．５５％；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Ｈ１０ 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６６．７９ ｍｍ２，与 Ｄ１、Ｈ１５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４９．１４％、４８．０１％。 在热解温度为 ５００℃的生物炭

处理下，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Ｈ１１ 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８８．９９ ｍｍ２，与 Ｄ１、Ｈ３、Ｈ１０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

分别为 ６３．３３％、５２．９２％、４５．３７％；当施用量为 １２ｇ 时，Ｈ１５ 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９１．５９ ｍｍ２，与其他方案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９４．３６％、３８．６０％、５７．２５％、４０．５６％；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Ｈ３ 苜蓿叶面积最大，为
８４．５４ ｍｍ２，与 Ｈ１１ 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为 ５１．０８％。 可见，重构组施用 ６ｇ 或 １２ｇ 生物炭时，其苜蓿叶面

积均高于对照组；施用 ２４ｇ ４００℃生物炭时，重构组的苜蓿叶面积均高于对照组，施用 ２４ｇ ５００℃的生物炭显著

提升了除 Ｈ１１ 外其他方案的苜蓿叶面积。
３．４　 生物炭对苜蓿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３．４．１　 生物炭对苜蓿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植被地上生物量是指植被在某一时刻单位面积地上部分存活的有机物质干重（包括生物体内所存食物

的重量）总量。 盆栽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生物炭处理下的苜蓿地上生物量存在明显差异（图 ９）：在表土对照组

Ｄ１ 中，Ｄ１⁃５００⁃２４ 处理方案的的苜蓿地上生物量最高，为 ０．４６ ｇ ／盆，与其他处理方案均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
０５，下同），其高出比例分别为 ４８． ３９％、１３０． ００％、２１３． ６４％、９１． ６７％、７９． ２２％、５６． ８２％、４０． ８２％、８１． ５８％、
５０．００％，可见，Ｄ１ 方案中仅 Ｄ１⁃５００⁃２４ 处理对于苜蓿地上生物量具有促进作用，其余处理均产生抑制作用。
在重构组 Ｈ３ 中，Ｈ３⁃５００⁃２４ 处理方案的苜蓿地上生物量最大，为 ０．３４ ｇ ／盆，与 Ｈ３⁃４００⁃１２ ／ ２４ 等处理方案存在

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７２．８８％、１１２．５０％；在重构组 Ｈ１０ 中，Ｈ１０⁃５００⁃２４ 处理方案的苜蓿地上生物量最

高，为 ０．２８ ｇ ／盆，与 Ｈ１０、Ｈ１０⁃３００⁃１２ ／ ２４、Ｈ１０⁃４００⁃２４、Ｈ１０⁃５００⁃６ 等处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２１１．１１％、８６．６７％、１２７．０３％、１０４．８８％、８２．６１％；在重构组 Ｈ１１ 中，Ｈ１１⁃ ４００⁃ ６ 处理方案的苜蓿地上生物量最

高，为 ０． ２８ ｇ ／盆，与 Ｈ１１⁃ ３００⁃ ２４、Ｈ１１⁃ ５００⁃ １２ ／ ２４ 等处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１０４． ８８％、
１８０．００％、１４０．００％；在重构组 Ｈ１５ 中，Ｈ１５⁃５００⁃２４ 处理方案的苜蓿地上生物量最高，为 ０．３７ ｇ ／盆，Ｈ１５⁃５００⁃１２

７９５　 ２ 期 　 　 　 黄雨晗　 等：秸秆生物炭对草原矿区重构土苜蓿生长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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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重构表层土壤间苜蓿叶面积的差异性

Ｆｉｇ．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ｏｐｓｏｉｌ

处理次之，为 ０．３５ ｇ ／盆，二者与其他处理（除 Ｈ１５⁃５００⁃６）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 Ｈ１５⁃５００⁃２４ 处理高出其他

处理（除 Ｈ１５⁃５００⁃６ ／ １２）的比例分别为 ５６．３４％、７９．０３％、７０．７７％、８５．００％、４８．００％、５０．００％、１４６．６７％。 可见，
重构组中施用热解温度为 ５００℃的生物炭对 Ｈ３、Ｈ１０ 及 Ｈ１５ 方案均能起到促进作用，且施用含量越高改良效

果越好，而对于 Ｈ１１ 方案，施用 ６ｇ 生物炭改良效果较好，且热解温度为 ４００℃的生物炭最适宜。
３．４．２　 重构土壤间苜蓿地上生物量的差异

在相同生物炭处理的条件下，重构表层土壤间苜蓿地上生物量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图 １０）：在未添加生物

炭的盆栽中，Ｄ１ 苜蓿地上生物量最高，为 ０．３１ ｇ ／盆，与 Ｈ１０ 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高出比例为

２４４．４４％。 在热解温度为 ３００℃的生物炭处理下，各方案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下同）。 在热解温度

为 ４００℃的生物炭处理下，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各方案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当施用量为 １２ｇ 时，Ｄ１ 苜蓿地上生

物量最高，为 ０．２９ ｇ ／盆，与 Ｈ１０ 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为 ５５．３６％；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Ｄ１ 苜蓿地上生物量

最高，为 ０．３３ ｇ ／盆，与 Ｈ３、Ｈ１０、Ｈ１５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１０６．２５％、１４１．４６％、１２０．００％。 在热

解温度为 ５００℃的生物炭处理下，当施用量为 ６ｇ 时，Ｈ１５ 苜蓿地上生物量最高，为 ０．３２ ｇ ／盆，与 Ｈ１０ 存在显著

性差异，高出比例为 １０８．７０％；当施用量为 １２ｇ 时，Ｈ１５ 苜蓿地上生物量最高，为 ０．３５ ｇ ／盆，与 Ｈ３、Ｈ１０、Ｈ１１ 均

８９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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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生物炭对苜蓿地上生物量影响的差异性

Ｆｉｇ．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２９．６３％、８４．２１％、２５０．００％；当施用量为 ２４ｇ 时，Ｄ１ 苜蓿地上生物量最高，为
０．４６ ｇ ／盆，与 Ｈ１０、Ｈ１１ 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出比例分别为 ６６．２７％、２９４．２９％。 可见，在相同生物炭处理条件

下，重构组苜蓿地上生物量均难以超过对照组。

４　 讨论

４．１　 秸秆生物炭对苜蓿生长状况的影响

近年来关于生物炭提高砂壤土质量、促进作物生长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１］，有研究表明玉米秸秆生物炭

（４００℃下制备）与苜蓿相结合可改善京郊砂质壤土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养分有效性和恢复植被［１１］；较高生物

炭施用量（４０ｇ ／ ｋｇ）可以有效增加内蒙古砂壤土的番茄产量［１６］。 但因生物炭热解温度及施用量的不同，植被

生长的响应状态存在显著差异［３４］，盆栽试验选用的秸秆生物炭，随热解温度的提高，其 ｐＨ 值、Ｐ、Ｋ 元素含量

逐渐增加［３５］，Ｃ ／ Ｎ 逐渐降低。 无论是原表土还是重构土壤，秸秆生物炭的添加对于苜蓿出苗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抑制作用，可能是由于生物炭较高的碳氮比影响了植被对氮素的吸收，也可能由于部分生物炭的分解导致

了氮的固定［３６］；而对于苜蓿株高、叶面积及地上生物量基本呈现正激发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苜蓿的生长，
这与郑瑞伦等部分研究结果相吻合［１１］。 因表层土壤物质组成不同，生物炭的最佳处理方式不同：对于 Ｄ１、Ｈ３
及 Ｈ１０ 三种方案，其土壤质地均为砂质壤土，且砾石含量处于 １５％—３０％之间，施用 ２４ｇ ５００℃（即 ３０ ｔ ／ ｈｍ２）
的秸秆生物炭对苜蓿生长改良效果最佳；而对于 Ｈ１５ 方案，其土壤质地为砂质壤土，但砾石含量低于 １５％，施
用 １２ｇ ５００℃（即 １５ ｔ ／ ｈｍ２）的秸秆生物炭对苜蓿生长改良效果最佳；对于 Ｈ１１ 方案，其土壤质地为砂质粘壤

土，砾石含量高于 ３０％，施用 ６ｇ ４００℃（即 ７．５ ｔ ／ ｈｍ２）的秸秆生物炭对苜蓿生长改良效果最佳。 可见，在不同

土壤环境中，生物炭并不是热解温度越高、施用量越高，对苜蓿改良的效果越好。
４．２　 重构表层土壤间苜蓿生长状况的差异性

重构表层土壤理化性质呈现明显的异质性［３７］，即使在相同生物炭处理下，苜蓿苗期生长的响应机制也各

不相同。 在未添加生物炭时，重构组苜蓿出苗率和地上生物量均未达到表土对照组的水平，而苜蓿株高和叶

面积已达到表土水平；施用 ６ｇ 或 １２ｇ（即 ７．５ ｔ ／ ｈｍ２或 １５ ｔ ／ ｈｍ２）生物炭，重构组仅 Ｈ１５ 方案苜蓿出苗率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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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重构表层土壤间苜蓿地上生物量的差异性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ｆａｌｃａｔ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ｏｐｓｏｉｌ

照组，而重构组四种方案的苜蓿株高和叶面积均高于对照组；但当施用 ２４ｇ（即 ３０ ｔ ／ ｈｍ２）生物炭时，重构组苜

蓿出苗率和地上生物量均低于对照组，若生物炭热解温度为 ４００℃或 ５００℃，Ｈ３ 和 Ｈ１０ 苜蓿株高和叶面积均

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在相同生物炭处理条件下，重构表层土壤苜蓿出苗率和地上生物量均难以超越原表

土水平，而苜蓿株高和叶面积可达到原表土水平，可见，秸秆生物炭的添加对重构土单株苜蓿生长起到正激发

效应。 有研究表明在玉米苗期，不同水平下的生物炭对作物生长的抑制程度不同，但随着玉米的生长，抑制作

用逐渐减少，植株间的差异逐渐消失［３８］。 而本研究只是针对苜蓿苗期生长状况开展的短期研究，将生物炭与

重构土壤融合后对土壤与植被长期的作用机制尚且未知，还需通过田间试验深入探究。

５　 结论

（１）秸秆生物炭对原表土和重构土壤的苜蓿出苗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而对于苜蓿株高、叶面积

及地上生物量基本呈现正激发效应。
（２）在不同土壤环境中，并非生物炭热解温度越高、施用量越高，对苜蓿改良的效果越好，其最佳处理方

式与表层土壤物质组成有关。 本研究重构土生物炭最佳处理方式分别为 Ｄ１ ＼Ｈ３ ＼Ｈ１０⁃ ５００⁃ ２４（即 ３０ ｔ ／ 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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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１⁃４００⁃６（即 ７．５ ｔ ／ ｈｍ２）、Ｈ１５⁃５００⁃１２（即 １５ ｔ ／ ｈｍ２）。
（３）在相同生物炭处理下，因重构表层土壤理化性质具有明显异质性，秸秆生物炭对苜蓿苗期生长的影

响程度不同，重构土苜蓿出苗率和地上生物量均难以超越原表土水平，而苜蓿株高和叶面积可达到原表土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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